
论 清季 轮 船 招 商 局 的 性 质

夏东元 杨晓敏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举办的一个资本主义重要企业
,

它既是洋务派 由
“

师夷

长技
”

以制内到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的转变关头产生的
,

又是洋务派经济活动由军用

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变的第一个企业
。

正是因为这样
,

所以讨论轮船招商局的性质
,

必

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
:

既要分析招商局和各外轮公司的关系
、

重视

企业内部官僚买办及中小商人之间的一致性及其利害冲突
,

又要研究招商局在不同时

期的组织形式及其内部的实际情况
。

本文就是遵循这样的途径来考察一下招商局的性

质
。

一
、

组成人员复杂性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轮船招商局创办于一八七二年
。

它是在中外
“

和好
”

局面开始破裂
、

民族矛盾上

升的情况下产生的
。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

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
,

出现了所谓中外
“

和好
”

的局面
。

外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中外
“

和好
”

的局面的存在而放弃侵略
,

相反它凭藉着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特权
,

不断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
、

经济
、

文化侵略
,

尤其

是经济侵略
。

商品进口和原料出口增加很快
,

从一八六四年对外贸易总值的近一亿海

关两
,

增至一八九四年的近三亿两
,

中国很快从出超国变为人超国
。

与商品进口和原

料出口 日益增长相适应
,

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近代航运事业也随之发展
,

自一八六

一年美 国在中国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
,

英
、

德等国商人也相继设立航运公司
,

航行

于中国沿海乃至长江内河
,

轮船的只数和吨位数逐年递加
。

在外国航运业的冲击下
,

中国的旧式航运业横遭摧残
,

千百家沙户相继破产
。

因此
,

在航运业方面收回利权的

呼声也越来越高
。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
,

清政府先后把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
,

暂时稳

定了封建统治秩序
。

封建统抬阶级称这种局面谓
“

同治中兴
” ,

但实际上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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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兴旺起来
,

相反却是库藏空虚
,

商困民穷
,

到了
“

岌岌可危
” (李鸿章

: 《论海

防筹铜》 , 《李文忠公全书 》 〔以下简称 《李书 》〕
,

《译署函稿 》 第三卷
,

第八页 ) 的程度
。

为了

扭转这种局面
,

从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起家的洋务派官僚们认识到仅靠
“

师

夷之长技
” ,

制造枪炮
,

装备军队
,

还不能达到
“

富强
”

的目的
,

还需要象英
、

法等

国那样举办民用性企业
.

才能赚钱致富
,

才能使中国的利权不被外国资本主义尽占
。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

洋务派官僚们首先吸收商人的资金
,

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

李鸿章

说
,

中国自己创办轮船航业
, “

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
,

不致为洋人尽占
。 ” (李鸿章

:

《试办招商轮船折》 ,

同治 卜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
, 《李书》 , 《奏稿 》 第二 O 卷

,

第三十三页 )

在七十年代还属于洋务派的薛福成更提出收回被夺去的利权
,

使中国船
“

渐可驶往西

洋诸埠
,

隐分洋商之利
” `薛福成

: 《应诏陈言疏 》 ,

光绪元年
, 《庸庵文编》 第 一卷

,

第二十

三页 )

洋务派官僚们创办轮船航业以与洋人争利的主张
,

得到了改良派的热情赞扬和积

极支持
。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说
: “

西洋诸国以兵力佐其商贾
,

于是其利 日

巨
,

而其害 日深
” ; “

彼能来而我不能往
,

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 ? ” (王韬
: 《代

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 《搜 园文录外编 》 第一 O 卷 )主张大力发展近代航运
,

振兴商务
,

从洋商

手中夺回利权
。

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也认识到
“

泰西轮船
、

机器
、

大炮之精
,

泄天

地造化之奇
,

为军国所利用
,

以此致强
,

以此致富
,

若中土仿而行之
,

势 必 雄 跨 四

海
。 ” 。

郑观应
: 《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 《救时揭要 》

,

同治十二年刻本附录 )他敏锐地看 到

长江上
“

洋船往来
,

实获厚利
,

喧宾夺主
”

的情况
,

而坚决要求
“
凡西人 之 长 江 轮

船
,

一概给价收回
” ,

使
“

长江商船之利
,

悉归中国独擅利权
” 。

(郑观 应
: 《 商 务》

, 《 易

言 》 ,

光绪六年中华印务总局版
,

上卷第十二页 )

洋务派同改良派思想认识既然一致
,

于是他们便走到轮船招商局一个 单 位 里 来

了
。

主要有
:

归式商人朱其昂
,

朱其诏兄弟
,

买办唐廷枢
、

徐润
,

洋务 官 吏 盛 宣怀

等
。

后来又加入民族资本家谢家福
,

正由洋务派属吏向改良主义转化的马建忠
,

以及

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等
。

然而
,

轮船招商局内部各式各样人员求利和与洋人争利的思想认识虽然一致
,

但

他们各 自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
,

甚至彼此对立
。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大官僚说
: “

夫欲自强
,

必先裕铜
; 欲溶愉源

,

莫如振兴

商务
。

商船能往外洋
,

律外洋损一分之利
,

即中国益一分之利
。

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

意本是如此
。 ” (李鸿章

: 《议复梅启阳条陈折》 ,

《李书 》 ,

《奏稿》第三十九卷
,

第三十三页 ) 办招商

局以求利
,

是为
“

溶晌源
” ,

可见在洋务宫僚心目中的招商局
,

是所谓
“

富强相因
” ,

以富图强
,

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
。

无怪有人说
: “

轮船公司一举
,

本属 自 强 噶 矢
。 ”

(丁 日昌
: 《咨复通商大臣商号拟购轮船试运》 和 《附函》

,

《洋务运动 》 (六 )
,

第八十二页 )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则主要是从爱国的观点出发而参加招商局工作的
,

郑观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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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典型
。

招商局创办初期
,

郑观应正在太古轮船公司担任总买办
,

是在与招商局

对立的企业中任职
。

在招商局与外商竞争的危急关头
,

尽管他对招商局的前途忧虑不

安
,

使他在去就间题上
“

心若辘护
,

殊难臆决
”

(郑观应
: 《复津海关道郑玉轩观察书 》

,

《盛世

危言后编》 〔以下简称 《后编》 〕 第一O 卷 ) 但最终还是与外商争利的爱国心战胜了对个 人

得失的计较
,

毅然于一产、八二年二
、

三月间抛弃了太古公司总理职位和优厚薪体到招

商局任帮办
。

他对唐廷枢说
: “

窃思招商局与各国轮船公司争利
,

连年亏耗颇巨
,

若

不早 日维持
,

恐难 自立
,

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
,

更为外人所欺侮
。

弟承不弃
,

且占股份
,

敢不勉竭鸳验
。 ” (郑观应

: 《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 》
, 《后编》 第一O 卷 )

其他参加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打算
,

但大而言之
,

可以分为两类
,

一是主要着眼

于政治
,

即封建统治的利益
;
一是主要着眼于经济利益

。

所以
,

经营商局的这些人
,

既有相互一致的一面
,

又有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一面
。

这使招商局内部始终存在着官商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

而在其不同时期
,

又有着时而官僚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

时而商

人掌握企业的经营实权
,

时而官
、

商势力交织地体现在某一人身上等复杂情况
。

二
、

名义上 “ 官督商办
” 实际上商办时期

一八七二年
,

李鸿章在筹办轮船招商局时就说
: “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
,

自无

庸官商合办
。

应仍官督商办
。

由官总其大纲
,

察其利病
,

而听候该商董等自立条议
。 ”

(李鸿章
: 《论试办轮船招商》

,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李书》
,

《译署函稿》 第一卷
,

第三

九— 四O 页 ) 自此
,

轮船招商局就被贴上了
“

官督商办
”

的标记
。

但只要分析一下一八

七三年— 一八八五年的创办章程及企业实际经营状况
,

不难看出
,

此时期的商人是

企业的实际经营者
。

因此可以这样说
,

这期间招商局是商办的民族性很强的资本主义

企业
, “

官督商办
”

仅是形式
。

首先
,

从招商局最初资本构成的官商比例
,

商股资本的不断增长状况和实际作用

来看
,

商人是企业的主千力量
。

招商局筹办之初
,

李鸿章奏请户部借领制钱二十万串
, “
以作设局商本

,

而示信于

众 商
”

(李鸿章
: 《试办招商轮船折》 ,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李书》
,

《奏稿》 第二 O 卷
,

第三十三页 )
。

商人投资者徐润则说的更为明确
,

他说
:

户部借给招商局的二十万串制

钱 (约合银十万两 )
, “
只取官利

,

不负盈亏责任
,

实属存款性质
” 。

( 《交通史航政编 》

第一册
,

第二六九页 )这说明招商局开办伊始
,

就没有官股
,

是一个商办性质的 企业
。

一

八七七年因购买旗昌船产
,

官格在招商局资本总额猛增至一百九十余万两
,

比重大大

超过商股
,

但它仍
“

属存款性质
” ,

且是暂时现象
。

从一八七九年起
,

招商局就归还

官裕十二万六千五百两
;
其余额约一百七十八万余两

,

从一 /又/又O 年开始
,

每年归还

三十五万余两
,

五年还清
。

其间
,

因中法战争的影响 (招商局曾一度换旗出售 )
,

官



5 8 历 史 研 究

努没有按期归还
,

但到一八九二年就完全还清了
。

正是因为官祭属于贷款性质
,

封建

官僚们试图干涉招商局局务的阴谋就没有得逞
。

例如
,

一八八二年就发生过封建官僚

因官努而干涉招商局的局务
,

但它却遭到了唐廷枢
、

徐润等的坚决反对
。

他们指明
,

官努不是股份
,

是贷款
,

表示
“

依期分还
,

裕息陆续缴官
。

嗣后商务由商任之
,

盈亏

商认
,

与官无涉
,

请免派员
” ,

干涉局务
。

(上海图书馆藏
,

盛宣怀档案资料〔下 简称
“

盛

档
”

〕; 《唐廷枢
、

徐润
、

张鸿禄察李鸿章》 ,

光绪七年 )

由于车凶猎招商局早期的企业经营符合商人的要求
,

商股资本逐年增大
,

由一八七

二— 一八七三年度的十余万两
,

到一八七九— 一 / 、 /又O 年度猛增至八十多万两
,

一 /又/ 、一— 一
/又/又二年度达到一百万两

,

一八八二— 一 / 、 /又三年度达 到 二 百 万

两
。

商股数字连年递增
,

说明了早期的轮船招商局企业经营是代表商人利益的
,

所以

商人才满怀信心地纷纷入股
。

当然
,

仅从资本比例
、

经济力量上分析商人在企业中的实际力量并不能完全说明问

题
,

关键还要看企业的实际经办人员究竟是谁? 在企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
,

商人的具

体作用又是如何了

招商局开设之初
,

李鸿章委任的唐廷枢
、

徐润
、

朱其昂
、

盛宣怀四 位 总
、

会 办

中
,

唐
、

徐是粤商公认的领礼 专管揽载
;
朱其昂虽是浙江海运委员

,

但本人也属旧

沙船主
,

其职责主管槽运
; 盛宣怀是洋务官吏

,

虽也职司遭运
,

但平时在 天 津 当 差

和经常去湖北
、

山东等地勘矿
,

对具体局务擂手不多
。

在筹办商局之初就明确
: “

揽

载为第一义
,

运槽为第二义
”

(丁 日昌
: 《咨复通商大户商号拟购轮船试运》 和 《附函》 , 《洋务

运动 》 (六 )
,

第七十九页 ) 揽载重于运遭是明显的
。

朱
、

盛与唐
、

徐之间的 关 系 是
“

各

有责成之中
,

仍寓互为综核之意
”

(盛档
: 《盛宣怀察李鸿章轮船招商局八条》

,

光绪三年十一

月 )
,

从实际到形式都不是
“

督
”

与
“

被督
”

的关系
。

这时商人的权力是很大 的
,

特

别是徐润
,

他是招商局内外事务大权在握的显要人物
:

不仅招商局的银钱帐 目
,

由他

一手经理
,

而且招商总
、

分各局二十余处
,

所用得力人员大多是他推荐引进的
。

徐润

说
: “

一切局事俱由职道一人经理
” (徐润

: 《徐愚斋自叙年谱》
,

第八十八页 )
,

这话并非 虚

语
。

再以收并旗昌一事为例
,

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

旗昌是独占在华营业十多年外资轮

船公司的巨孽
,

由于招商局的竞争
,

其地盘 日小
,

亏本不少
,

最后它独擅的汉口
、

九

江之利
,

也 由于
“

自江宽
、

江永两船到
”

而
“

气夺
”

((( 洋务运动》 (六 )
,

第十三页 )
,

于是

决心出售
。

徐润接洽时
,

适逢总办唐廷枢在福州
,

盛宣怀在湖北武穴
。

徐润说他
“

无

可与商
,

乃与司友严芝相二人通 宵 筹 计
”

(徐润
: 《徐愚斋自叙年谱》

,

第十九页 )
,

用

二百二十二万两买进了旗昌的全部产业
。

招商局 自一八七七年收买旗昌后
,

中国轮船

吨位便突增至四百万吨左右
,

占中国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只吨总数的 36
.

7 % (严中平
: 《中

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

第二一八页 )
,

大大坚实了中国航运业的基础
,

增强 了 与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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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轮船公司竞争的能力
。

企业的商办性质
,

不仅客观地表现在商股资本数量及商总办在企业经 营 的 权 力

上
,

还突出地反映在招商局新订的局规章程上
。

第一
,

在商总办权力上
,

《局规》 写

明
: “

商总为商局主政
” , “

商董分派各分局任事仍归总局调度
” 。

这就保证了权力集

中于商总办之手
。

第二
,

在任人制度上
, 《局规》 规定

: “
总局

、

分局
、

栈房
、

司事

人等由商总商董挑选精明强干
,

朴实老诚之人
”
充任

,

对被选上的董事规定
“
以三年

为期
,

期满之 日公议或请留或另 举
” 。

( 《轮船招商局局规》
,

《交通史航政编 》 第一册
,

第

一四三页 ) 这些规定基本保证了领导成员由商担任
,

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官方拘 私 派 人

的腐败作风
。

例如
:

一八七三年五月
,

盛宣怀托朱其诏将他亲戚安擂在招商局
,

由于

用人大权掌在商总办唐廷枢之手
,

所以朱其诏也无能为力
,

说
: “

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

夺
,

·

“ … 无从报命
。 ”

(盛档
: 《朱其诏致盛宣怀函 》

,

同治十二年五月三十 日 ) 第 三
,

在 具

体经营办法上
, 《局规 》 规定

: “

总局
、

分局逐 日应办事宜
,

应照买卖常规办理
” ,

遇有紧要事件
“

须邀在股众人集议
,

择善而行
,

弗得偏执己见
,

擅动公款致招物议
。 ”

( 《 交通史航政编》 第一册
,

第一四三页 ) 第四
,

章程上还写明
:
商局事属商办

,

委 派 人

事必须认真选充
,

不得人浮于事
,

请政府免添派委员等人
, “
以节糜费

” ; (同上书
,

第

一四五页 ) 必须积极培养人材
,

使将来轮船
“

全用华人驾驶
,

而免掣肘
”

(同上书
,

第一

四六页 ) 等等
。

招商局的局规
、

章程
,

无处不见商人的意志和要求
。

轮船招商局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
,

亏耗 日益严重
,

难以久支
,

清 政 府认 为
“

关系商务
,

不可半途而废
,

致为外人耻笑
,

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
”

(李鸿章
: 《论

维持招商局》
,

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 日
,

《李书》
,

《译署函稿》 第七卷
,

第二十二页 )
,

于是从各

方面给招商局以扶助
:

一
、

对宫方的多项贷款
,

采取
“

分年还本
,

缓 缴 利 息
”

的 措

施
,

以减轻对招商局的压力
。

二
、

通过加拨潜粮
、

承运官物来增加招商局 与 洋 商竞

争的力量
。

一八七七年 (光绪三年 )
,

商局经济困乏时
,

清政府规定
, “

自光绪四年

起
,

苏浙海运遭米必须照四
、

五成一律加拨
,

不准再有短少
” ;

规定
“

沿江沿海各省

遇有海运官物
,

应需轮船装运者
,

统归商船照章承运
。 ”

(李鸿章
: 《海运官物统归商局片》

,

《李书》
,

《奏稿》第三O卷
,

第三十三页 )三
、 “

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 通商 口岸

自行贸易
”

(李鸿章
: 《论维持招商局》

,

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 日
,

《李书》
,

《译署函稿》 第七

卷
,

第二十二页 )
,

以扩大招商局的营业范围
。

正是因为招商局基本是一个商办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

它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

展起了积极作用
。

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
,

目睹中国轮船飘洋过海
,

欣喜地写道
: “

昔

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
,

… …今则不然
,

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
,

渐与西商争衡
,

而又 自设保险公司
,

使利不至于外溢
。

近十年以来
,

华商之利 日赢
,

而西商之利有所

旁分矣
。

即如香港一隅
,

购米于安南
、

逞罗
,

悉系华商为之
。

… …东南洋一带华人与

华人声气相通
,

帆椅往来
,

经旬可达
,

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
。

… …数年来港中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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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改为华房
,

而岁有数家闭歇者
,

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
。 ” `王韬

: 《西人渐忌华商》 ,

《搜园文录外编 》第四卷
,

第一— 三页 ) 李鸿章赴烟台碰到法
、

俄各国公使
,

他 们 均
“

称

招商局办理深合机宜
,

为中国必不可少之举
,

任事诸人
,

措置亦甚得 当
。

则 此 局 之

设
,

争利者虽深忌之
,

其不争利者未尝不深服也
。 ” ( 《洋务运动 》 (六)

,

第十一页 )

三
、

名符其实的
“
官督商办 ”

时期

轮船招商局的领导成员主要是由官吏
、

亦官亦商和买办商人等所组成
。

一开始即

被任为会办的盛宣怀
,

早想大权独揽
,

但李鸿章估计招商局
“

无雨之则已倾复
” ,

使

盛
“

坚请督办
” 。盛档

: 《盛宣怀真李鸿章》 ,

光绪三年 ) 而未果
。

一 /又/又四年
,

招 商 局

营亚亏蚀
,

盛宣怀受命查核
,

乘隙大做文章
,

企图一举打垮徐润
。

他不顾过去十年间

营利一百零四万余两的事实
,

具察南北洋大臣说商局
“

根基不固
,

弊窦滋生
,

几难收

拾
。 ”

徐润在
“

泰山压卵
”

下
,

惨遭革职
,

以失败而告终
。

盛宣怀击败了徐润
,

又借

故调唐廷枢离招商局
,

让他北上专办开平矿务局
。

唐
、

徐两人离局
,

盛宣怀遂当上了

多年谋而未得的督办职务
。

由于唐
、

徐两人离局
,

使原来和他们有联系的股东相继提

款
、

一

下股
、

退出
。

随着商人力量的大幅度下降
,

商局的经营大权也实行了全面转手
,

招商局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
。

招商局性质的变化
,

首先表现在任人制度上
。

盛宣怀搞倒徐润
,

调走唐廷枢
,

大大削弱了商人势力后
,

为了保证 自己替办的绝

对权威
,

再三强调
“

非商办不能谋其利
,

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

的原则
,

并详细制定用

人章程十条
。

章程第一条就明确规定
:

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
,

用人理财悉听调度
。 ”

第二条又写明
: “

会办三
、

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
,

亦三年一任
。 ”

( 《交通史

肮政编》第一册
,

第一五六页 ) 这样
,

就在制度上保证了官督办的至高权力
。

其次表现在大借洋款代替招募商股上
。

盛宣怀接管招商局时
,

为了解决面临的财经问题
,

以所有局产作抵押
,

向英国汇丰

银行借三十万镑
。

为了企业资金的周转
,

借债是常有的事情
,

但招商局的借洋债代替

招商股
,

借洋款的条件又苛刻惊人
,

以致产权长期旁落汇丰之手
。

借款合同
_

L严格规

定
: “

合同订立之后
,

汇丰派一监理之洋人
,

该洋人可以随时查看局中帐簿
,

并验看

各船各产业
。

其人薪水由招商局给发
。 ”

又规定
: “

每年有妥当者二人
,

估局中各产

物轮船 (产业价值 )
,

侯三十万镑金并利还清为止
,

此二人由汇丰派往
,

其薪费等项均

由招商局付出
。 ”

合同还规定
: “

招商局与汇丰来往银款
” , “

均由汇丰经手
” 。

这条

条绳索使招商局置于汇丰的严格监督之下
。

汇丰还唯恐控制不严
,

最后 还 威 胁道
:

“

如招商局不能照上所列各款依时办理
,

汇丰可以有权全行收取
,

或摘取局中船只各

物业
,

可出卖
,

可出赁
,

可出典
,

听 凭 汇 丰 主 意
。 ”

(盛档
:

《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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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一八八五年七月二+’ 、日 ) 三十万镑的借款
,

原分作十年付清
,

但直至一八九五年

议定续借二十万镑贷款时
,

尚未付 清 (郑观应
:

《招商局汇丰洋行议立合同章议条款》
,

《后

编》 第一 O 卷
,

第一四O 页 )
,

因此使产权长期旁落
,

致使汇丰银行驻招商局代表马士
,

直接操纵一切局务
。

马士无视其直接上司马建忠
、

沈能虎
,

越级向李鸿章的顾向德璀

琳汇报招商局业务情况
,

招商局几乎成了洋人监督下的官僚私产
。

改良主义思想家何

启对此曾尖锐地指出
: “

洋款一借则权不侵而 自侵
,

利不夺而 自夺
,

是举权与利悉以

让人也
。 ” (何启

: 《新政始基序 》 ,

《新政真诊三编 》 ,

第一页 )

商局性质的变化还表现在官方的勒索报效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贷款和扶持
。

应该承认
,

一 /又/又五年盛宣怀刚任督办时
,

清政府还规定过维持招商局的四条办

法
,

用官款暂缓拨还
、

免加水脚各项措施来扶助招商局
。

但自一八九一年开始
,

清政

府看到局基渐固
,

公债增至七十余万两时
,

便要求商局每年交银十万两
,

指定为预备

账济之用
。

从这以后
,

清政府以
“

报效
”

为名
,

开始大肆勒索
。

一八九六年南北洋公

学堂成立后
,

招商局供给它常年经费八万两外
,

每年再报效北洋兵轮经费六万两
,

并

规定以后按年提盈余二成报效
,

如局船余利过七十万两
,

照数加捐
; 如亏折不敷商股

官利
,

此项报效
,

展至下年分摊补缴
。

( 《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 》
,

第五十七页 ) 后

又规定
,

当实际报效数大大超过盈余二成时
,

超过之数便从折旧的款项中拨出
。

利润

越多
,

报效越多
,

今年不报
,

明年补报
,

实在无钱
,

千脆从折旧款中提拨
。

清政府的

这种额外素取
,

数字之大
,

带来损失之重
,

简直到了骇人的地步
:

一八九 四 年 慈禧
“

万寿庆典
”

报效银五万五千二百余两
;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 O三年四年中

,

从折旧项

下已
“

垫支三十八万余两
”

(《交通史航政编》 第一册
,

第二七五页 )
。

这种无情吞噬 商人

资产
,

严重影响了商局的资本积累
,

阻遏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

将盛宣怀督办时期的轮船招商局和唐
、

徐总办时期比较
,

不难看出此时期企业由

商办变成了
“

官督商办
”

的性质
。

对官督商办的企业郑观应说它是
: “

名为保商实剥

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华商因此不及人
,

为丛驱爵成 怨 府
” 。

(郑观应
:

《商务歌》
,

《罗

浮待鹤山人诗草》
,

宣统元年上海著易堂本
,

第二卷
,

第二十九页 )
。

尽管如此 这时期的轮船

招商局还有较多的民族色彩
,

这除由于企业本来就是外国侵略对立面的产物外
,

与那

时盛宣怀身份的复杂性有着一定关系
。

众所周知
,

盛宣怀是晚清炙手可热的大员
,

一八七O 年并始充当李鸿章幕僚
,

经

办洋务
。

他在办洋务企业的活动中
,

是个兼办轮船
、

铁政
、

矿务
、

银行等企业的所谓

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
” (盛档

: 《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 ,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 日) 的显赫

官僚
;
他既是个与外国洋行有各种联系的馆客

,

又是个和买办商人
、

民族资本家
、

改

良主义思想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
。

正因为这样
,

所以官
、

商势力奇怪地交织出现

在他一人身上
。

他本来是
“

官督办
” ,

但有时他却说 自己是
“
日与华商周旋

”

的
“

商督

办
” 。

(盛档
: 《盛宜怀致陆定庐侍郎函 》

,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 在轮船招商局 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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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中
,

以隐固自己地位
,

保证攫取最多私利为基本出发点的盛宣怀
,

时而以官势

欺压商人
,

时而以商情蒙蔽官场
,

翻云覆雨
,

一手遮天
。

谢家福评述盛宣怀是
“

挟官

以凌商
,

挟商以蒙官
” (盛档

: 《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
,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 ) 的两面

派
,

可谓维妙维肖
。

由于盛宣怀以追求利润为最高 目标
,

这就必然要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发

生矛盾
。

事实上这时期的招商局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
,

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

其表

现如下
:

第一
,

尽可能在中国企业内少使用洋人
。

盛宣怀早就看到
“

商局修理轮船一事均

归总管大车洋人经手
,

核实与否
,

无人考究
,

实为一大 漏 危
。 ”

(盛档
:

《盛宣怀致郑观

应等函》 ,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 因此
,

他在任督办不久制定的用人章程上规定
: “

洋

人旗昌荐来者太多
,

从前总船主及揽载洋人白拉作弊最大
,

俱各发财而去
。

总船主拟

在各船调用
,

每一年或二
、

三年一换
。 ” (《交通史航政编》 第一册

,

第一五六页 ) 这就 限制

了洋人在企业中的权力
。

一八七四年
,

英人法乐企图通过熟人关系到商局担任保险行

总管或商局总管
。

盛宣怀的答复是
: “

招商局总管拟用华人
,

保险局事须侯秋中方能

就绪
” (盛档

:

盛宣怀在 《贝锦泉〔敏修〕致盛宜怀函》 的亲笔批语
,

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
,

回绝了法乐的要求
。

第二
,

发展中国民轮内河航运业
。

一八八七年
,

盛宣怀任登莱青道
,

他察看山东

海 口情形
,

发现烟台进出货物皆须由陆路驮运
,

山路崎呕
,

运费繁重
。

登莱青半属山

区
,

民甚贫苦
,

以草帽辫为生计
。

草帽辫由陆路运至烟台
,

每百斤需钱三
、

四串
,

一

遇雨雪
,

难免潮变
,

商民久以为苦
。

在此情况下
,

盛宣怀感到如能准用小轮船装运
,

实为商民之便
。

于是和马建忠一起察奏李鸿章
“

试行浅水民轮船
,

以收自有之权利
。 ”

(盛档
:

《盛宣怀
、

马建忠察》
,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 ) 同年
,

由招商局出资十成之六
,

粤 省

绅商出资十成之四
,

创设了与洋关无涉
,

专行内地的江海民轮船局
,

规定一切
“

悉照

民船章程办理
”

(盛档
: 《招商局拟粤省设立内地江海民轮船局章》

,

光绪十三年九月 )
。

虽然这

企业仍归招商局督办
,

但它是一个有相当自主权的企业
,

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

轻土

货之运费
,

速土货之运程… …以敌洋货偷危
”

(盛档
: 《盛宜怀

、

沈能虎
、

马建忠
、

陈辉庭案

李鸿章稿》
,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 的作用
。

盛宣怀自称
: “

弟生平立志
,

抵愿与洋商争胜
,

不愿与华商角力
。 ”

(盛宣怀
: 《致浙

江藩台挥》
, 《盛宣怀未刊信稿》

,

第三十七页 ) 此话虽未免言过其实
,

但在一八八七年批准

戴生昌等几家商办的内港轮船公司行驶于杭
、

嘉
、

苏一带的问题上却有一定真实性
。

尽

管当时外轮源源而入
,

苏杭藩篱已破
,

但此时盛宣怀完全有力量挤垮戴生昌这一民族企

业以减少一竞争对手
。

然而他感到与戴商竞争
,

是
“

自相践踏
,

必有所亏折
”

的
“

下策
” ,

这种
“
冒恶名而赔巨款

”

的下策是
“

断不可行
”

的 ,
唯有令戴商

“

不准与洋商合股
,

官与招商局均置之不问
” ,

才是
“

上策
” 。

(盛宣怀
: 《致浙江藩台挥》 , 《盛宣怀未刊信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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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页 ) 盛宣怀决定执行上策
,

这是应该肯定的
。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
,

即中法
、

中日战争时
,

招商局将局产两次出售给外国企

业
,

历来论者被指责为官僚买办丧失民族性的突出事例
。

我们认为
,

这样说法是不公道

的
。

中法开战时
,

换旗出售是
“
明卖暗托

” ,

是官商的共同要求
。

从事换旗交涉的道员马

建忠认为
: “
与其是华旗被攫有伤国威

,

莫如暂用他旗来往无阻
。 ”

( 《李书》 , 《电稿》 三
,

《马道来电》
,

光绪十年六月初七日 ) 一般商人更看到
: “

若将全班停驶
,

此项庄 款 将无

可指还
,

且一切局欠将闻风追讨
;
人欠局者更将延缓不归

,

而每月养船费万余金将无

所出
”

((( 交通史航政编》 第一册
,

第一五五页 )
,

也主张将局产交旗昌代为经 营
。

因 此
,

“
明卖暗托

”
的换旗

,

是官商为了避免招商局的彻底破产
,

按照各国通行的规章而采

用不得已的做法
,

谈不上什么丧失民族
,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

同招商局两次将局产出售给外国企业有相同之处
,

即该局又曾与怡和
、

太古签订
“

齐价合同
”

一事
,

过去也遭到论者的非议
,

认为
:

这是三家相互勾结的垄断活动
,

它为外国资本主义扩大侵略开方便之门
,

对民族资本主义起 了扼杀作用
。

我们认为
,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

首先应该承认
,

一八七七年和一八 / 、三年的两次齐价合同
,

是在商局处于
“
亏耗

严重
,

局事难支
”

的情况下签订的
。

第三次合同签订时
,

虽则招商局尚有余力继续竞

争
,

但从一八九O 年— 一八九二年连续三年净余直线下跌的数字中可以看到此时签

订合同的必要性
。

一八 / 、九年商局净余尚有二十万零九千五百两
,

一八九O 年削价倾

跌
,

激烈竞争后
,

只有十六万二千三百两
,

减少四万七千二百两
,

一八九一年骤然下

跌到二万零八百余两
,

一八九二年再次下跌到一万七千三百 两
。

(以上数字均见 《 国营

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大事年记 ) 如果长此下去
,

必然影响资本积累
,

这与创办招商局

的初意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

从怡
、

太方面讲
,

他们看到了没有力量彻底击败对方的客

观事实
,

因此也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来谈斤论两
。

可见合同的签订决不是一家意志的

反映
,

而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

其次
,

从合同所规定的轮船行走各码头每百次应沾水脚的三家比例中看
,

以一八

八三年为例
,

走天津
:

商局四十四分
,

太古二十八分
,

怡和二十八分
;
走长江

:

商局

三十八分
,

太古三十五分
,

怡和二十七分
。

招商局占多数
。

这表明合同不仅是三家相

互妥协的产物
,

也是三家相互牵制的绳索
。

当然
,

这种文字形式的合同
,

它的约束作

用是极其有限的
,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这种同盟也是极不稳定的
。

正因为如此
,

招商局对
“

齐价合同
”

的有限作用是有着充分的估计的
,

对洋商的违约行为也是有相

当警惕的
。

在怡
、

太的违约挑衅面前
,

招商局既能以民族利益为重
,

下定决心
“

宁可

亏本再斗
,

决不能为大局失此体 面
” ; (盛档

: 《盛宣怀致陈辉庭函 》
,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五

日 ) 同时又能利用矛盾
,

讲究策略
,

时而联太古攻怡和
,

时而联怡和攻太 古
,

并 未停

止同外资的商战
。

总之
,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和在合同签订后
,

招商局始终和怡
、

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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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时明时暗
,

时激时缓的斗争
,

决不是一味迁就
。

再从合同签订后的客观效果来着
,

它确实使招商局在难以支持的危局中遂渐恢复

了元气
,

赢得一个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
,

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利润结余
。

当然这仅仅是

客观效果的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
,

也是最遭非议的
,

是它和怡
、

太联合垄断
,

阻碍和

扼杀了中国的民间航运业的发展
。

合同的签订
,

确实使三公司在为了保证其共同利益

的情况下一齐打击中国的其它轮船企业
,

但是
,

这种打击 目标并非只指向中国的民间

航途业
,

对干除怡
、

太以外的外国竞争对手
,

招商局也一概给予打击
。

例如
,

当招商

局发现美最时洋行的宝华轮船与汉局争利时
,

立即给予有力的打击
, “

务使其无利可

沽
” ,

并使
“

其余之凯觑者
,

或以宝华为前车而裹 足 不 前
。 ”

(盛档
:

《汉局 董葆善施

肇英致盛宣怀函 》
,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 四 日 ) 由此可见
, “

齐价合同
”

的对 内阻碍作用

和对外抵制作用是同时并存的
。

对于这种复杂的现象
,

只能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规

律中找到答案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一 /又/火五年— 一九 O 三年盛宣怀任督办期间
,

招商局是官

气 日重的官督商办企业
,

但又具有一定的民族性
。

这种企业
,

按其性质来说
.

它是封

建官僚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
,

同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同
,

它应该是宫僚资本

主义的班脸
。

四
、

经营腐败的 “ 商本官办” 时期

从一九 O 三年到一九O 九年是袁世凯直接控制招商局时期
。

这时期名义虽仍是官

督商办
,

实际上却是
“

商本官办
” 。

一九 O 一年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
,

他一上台
,

首先考虑的就是扩

大北洋地盘
,

充实反革命资本
。

要增强武装力量
,

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
。

为此
,

他两眼直盯轮船
、

电报两局
。

一九O 二年十月
,

他趁盛宣怀父亲盛康病死
,

盛

宣怀回籍
` 。

守制
”

之机
,

奏请清廷
,

将轮
、

电二局
“

归北洋督办
” 。 (盛档

: 《轮船招商局节

略 》
,

光绪三十二年 )

一九 O 二年十二月袁世凯到上海与盛宣怀面谈轮
、

电二局归北洋接办的事
。

盛宣

怀当即答以
“

船宜商办
,

电宜官办
” 。

虽则盛宣怀清楚地看到轮
、

电归北洋管辖
,

势

在必行
,

但他对经管多年
,

利润丰厚的轮
、

电二局
,

岂肯轻易退出
,

拱 手相 让? 于

是
,

围绕财产和权力的争夺 ,’ 袁
、

盛之间展开一场恶战
。

盛宣怀一面向袁世凯施加压

力
,

说股商一听轮
、

电归官办
, “

签名不及四分之一
,

其中愿领回票者居 多
” 。盛档

:

《盛宜怀致袁世凯函》 ,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 ;
一面大发牢骚说

,

官办就是抢夺商利
,

骂袁世凯
“

以石压卵
” 。

怒骂由你
,

袁世凯还是仗势夺走了轮船招商局
。

接着
,

袁世凯

又迫使郑观应离开招商局
。

从此以后
,

轮船招商局就成了北洋的囊中私产
,

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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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本官办
”

性质的企业
。

“

商本官办
”

的结果
,

必然使企业蒙上更多的封建色彩
。

表现在企业用人上
,

完

全以袁世凯个人喜怒为转移
。

盛宜怀被驱逐之后
,

代替他的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
,

原来的商董又被改作委员
。

这些督办
、

委员是些怎么样的人呢 ? 郑观应揭露说
: “

多是

官场中人
,

官气难除
,

且于商务率皆啧睑
。

所委用者又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
,

大抵瞻

拘情面
,

非其亲戚即其私人
,

甚至挂名局内乾领修金
” 。

(郑观应
: 《复陈君可良唐君翘卿

谭君干臣论商务书》 , 《后编》第八卷
,

第四十三页 ) 于是招商局裙带之风蔓延
,

带来了领导机

构臃肿
, “
会办五人

,

坐办二人
,

提调二人
,

稽查二人
,

正董事三人
,

副董事三人
,

潜务商董

二人
,

帮办一人
,

其挂名文案领干修者颇 多
” 。

(郑观应
: 《复上海招商局股东庄得之拟集股东

会议注册准归商办书》 ,

《后编》 第一O 卷
,

第七 O页 ) 这些人
“
又多假公济私

,

不 以 局务为

重
。 ”

(郑观应
: 《复陈君可良唐君翘卿谭君千臣论商务书》

, 《后编》 第八卷
,

第四十三页 ) 目睹 日益

腐败的局务
,

商人无不痛心疾首
。 “

各总办均唯命是听
,

亦不查问
,

而各股东畏官如

虎
,

敢怒不 敢 言
” 。

`郑观应
: 《致广州香港澳门招商局股东挂号处诸公书》 , 《后编 》 第一 O卷 )

可见袁世凯掌管下的招商局
,

商股代表被剥夺了经营企业的应有权力
。

在此时期
,

招商局的买办性色彩也更为浓厚了
。 “

商本官办
”

之后
,

轮船招商局

在原料
、

资金
、

技术及经营管理各方面完全依赖洋人
。

据一九一O 年的统计
,

除了南

栈及杨家渡华栈所用洋人不算
,

光
“

北栈和 中栈洋人用至九名之多
,

月薪四千余两
,

每年需五万 余 两
。 ”

(盛档
: 《施绍曾

、

郑观应等董事第三次公呈邮传部文》 ,

宣统二年八月十一

日 ) 洋人侵吞了招商局大量钱财
,

仅总船主蔚霞一人所掠夺得的钱财
,

已使他
“

富将

百万
” 。

除此以外
,

蔚霞还拘私滥派
,

到处安插亲戚故友于各重要职位
。

当蔚霞告假返

英时
,

他不按常理将公事托交副总船主
,

却
“

交记列文管理
,

盖恐外人知其内事私弊

也
” 。

(郑观应
: 《致招商局盛督办书》 , 《后编 》

,

第一 O 卷 ) 郑观应揭露说
: “

今查其所用
,

以

资格尚浅之记列文为总管车
,

非但因系姻亲之故
,

且可互相庇护
” 。

外国船主就是这样

在招商局中串通勾结
,

中饱私囊
,

使企业糜费日重
,

积累 日少
,

境况一天不如一天
。

盛宣怀曾对一九O 三年— 一九O 六年的产业增减情况作如下评述
: “

四年之内
,

产业

既有减无增
,

公积亦有少无多
。

抑且亏空百万
,

局势 日颓
,

人人得而知之
。

北洋提去

用款每年数十万
,

商情敢怒而不 敢 言
。 ” (盛档

: 《轮船招商局节略》 ,

光绪三十二年 ) 郑观

应也对一九O 八年第三十五届收支情况作过统计
: “

名义上得余利银二万三百两
” ,

但
“
仍于自保船险项下拨出银三十万两

,

报效北洋兵轮六万两
,

实业学校二万两
,

兼支

股息一分
” 。

(郑观应
: 《复上海招商局股东庄君得之拟集股东会议注册准归商办书 》 , 《后编》 第

一O 卷 ) 因此
,

招商局一九O 八年实际亏本十万两之多
,

为此
,

郑观应债怒斥责道
:

“

督办不问年结虽亏
,

仍须报效银十四万两
,

尚得谓之保商乎? ” (郑观应
: 《致盛杏荪宫

保书》 , 《后编 》 第一O 卷 )

当然
,

从轮船招商局创办的第一天开始
,

企业就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点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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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官督商办的劣根性展示得如此之充分
,

弊病如此之多
,

腐败如此之重
,

一九 O 三年

— 一九O 九年北洋督办时期
,

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由此可见
,

一九O 三年到一九O 九年的六年多时间里
,

轮船招商局是在北洋军阀

头子袁世凯直接管辖之下
, “

宫
”

的控制力量大大加强
。

这时
,

清政府己成为帝国主

义侵华的驯服工具
,

因此
, “

官
”
的控制力量加强

,

就意味着封建 性 和 买 办性的加

强
。

招商局经营的 目的虽仍是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
,

但它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

生产
,

而是服从于官僚军阀饱私囊的需要
,

尤其是服从袁世凯扩大军阀权力的需要
。

“

官
”

在局中的主导作用
,

比之第二阶段大大地扩大了
。

企业的性质虽仍属于官僚资

本主义胚胎型的
,

但却是大大发展了
。

商股力量对封建官僚的控制极为不满
,

进行了

坚决斗争
,

迫使清政府于一九O 九年不得不同意将该企业由官办改归商办
。

五
、

结 束 语

综合上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
,

轮船招商局在不同时期是具有不

同性质的
。 `

色具有一般洋务企业共同的特点
,

例如从总的方面说
,

洋务企业是官僚资

本主义的胚胎
; 又具有招商局这个企业的特殊个性

,

例如它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 /又五

年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
,

一八八五年以后才成为官僚资本主义胚胎型的
。

这种复杂的

历史现象
,

是由复杂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

在轮船招商局的第一阶段
,

清政府对它主要只保持委派总办
、

会办的权力
,

对企

业内部的人事
、

财务和经营等局务还未插手干预
。

即使盛宣怀想加以控制
,

但因商力

较大
,

坚决反对而未能成功
。

这就使招商局总办
、

会办们能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办企业
。

因此
,

它能较有力量的与洋商竞争
,

因而抵制侵略是主要的
。

一八八五年是招商局性质转变的关键
。

督办派进来了
,

商权受到摧残
,

官的力量

大大加强
。

但由于商的传统力量还是不小
,

和盛宣怀这个督办具有官
、

商两界的二重

性
,

使招商局仍保持相当程度的民族性
。

但由于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
,

盛宣怀本人的

发展不是倾向于商
,

而是更加官僚买办化
,

这就造成招商局这个企业向具有胚胎型的

官僚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

这是招商局的悲剧
,

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洋务运动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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